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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探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一重大制度变革与科技创新活力影响与作用机制的研究仍缺失。为进一步厘清民法典实施与地区科技创新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机制，着眼于民法典的实施与地区科技创新活力的互动关系，通过论述民法典对权利的静态保护以及对交易安全的动态保护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基于2018－2020年中国29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有关数据，通过Probit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民法典对地区科技创新的影响作用和机制。结果表明：民法典的颁布与实施对城市专利申请数量和专利授予数量的增加具有正向作用，进而促进地区科技创新；其具体机制为通过优化城市营商环境提高地区科技创新水平，且该营商环境的优化尤其体现在提升竞争公平层面。为巩固民法典实施的正向效应，应进一步完善顶层立法设计与法律实施机制，提升宣传力度，健全评价体系，促进地区科技创新活力与动能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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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修缮后的中文摘要和关键词重新完善相应的英文内容】
[bookmark: _GoBack]Abstract: The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ptimizes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static protection of rights and dynamic protection of transaction security and promotes reg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clarify the degree and mechanism of influence between the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r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 probit regression model is use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he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r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cities above prefecture level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the promulg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patent applications and patent grants in cities, and then promotes reg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specific mechanism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Civil Code improves the level of reg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y optimizing the urban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s especially reflected in the promotion of competition fairness.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ivil Code,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improve the top-level legislative design and legal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enhance the publicity, improve the evaluation system, and promote the vitality and momentum of reg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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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59753246]0   引言
以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是摆脱了传统增长路径，符合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也是数字时代更具融合性、更体现新内涵的生产力[[endnoteRef:0]]。实际上，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如何通过制度变革促进科技创新活力的激发、孕育新业态和新生产动能是近些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与长期关注的时代命题，构建科技创新生态链条推进高质量发展也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endnoteRef:1]]。新制度经济学的大量研究表明，宏微观制度变革对企业创新和科技创新会带来重要影响。 [0: ]  [1: ] 

目前相关文献主要有两类：一类系从宏观维度就基本法律制度与科技创新活力关联性的研究，如Acemoglu[[endnoteRef:2]]指出促进创新的安排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技术发展的主要力量；Lin等[[endnoteRef:3]]基于中国城市和企业的研究发现产权保护的基本制度与企业研发活动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何晓斌等[[endnoteRef:4]]就行政审批制度变革与企业创新活力间关系进行了研究；李正风等[[endnoteRef:5]]从制度变革的角度对中国科技创新的历程进行了梳理；李宏贵等[[endnoteRef:6]]发现创新生态对新创企业科技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金岳等[[endnoteRef:7]]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与企业创新活力间关系进行了研究；席志国[[endnoteRef:8]]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同频共振关系进行了定性讨论与分析。另一类系从微观维度探究各类民事规范与科技创新活力间的关联性。如针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与创新活力之间的联系，张应良等[[endnoteRef:9]]指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将村民或村集体的自然资源与闲置资产进行股份化改造，使原本模糊不清的产权关系变为明晰的股权关系，激励农民参与农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和监督，从而建立起新型的产权关系；孔祥智等[[endnoteRef:10]]则认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是优化农村集体资源配置和实现资产增值的先决条件。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是近年来中国民商事领域的重大制度变革，其中一系列关于市场主体财产、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的规定为市场主体坚定信心、稳定预期、促进创新活力提供了重要支撑[[endnoteRef:11]]。《民法典》以新时代为历史方位[[endnoteRef:12]]，其颁布时值中国市场经济进入新时期、经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阶段。《民法典》充分吸收了中国新时代科技创新的崭新成果，应对科技时代的新兴问题，从虚拟财产保护、数字人格权保护、技术合同、人工智能等多个方面完善了与科技创新有关的法律规则。《民法典》的出台进一步完善了市场机制在科技创新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制度规则，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进而提升全社会科技创新活力，通过更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信息保护、虚拟财产保护等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法治生态环境，为科技创新法律制度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法治基础。 [11: ]  [12: ] 

从科技管理的角度而言，法律变革潜藏从多个维度促进科技创新的道路，如通过清晰化产权界定、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营商环境、优化司法效率等促进科技创新，在既定社会背景下找寻最有效率的机制和道路有助于实现法律成本的降低和社会效率的优化。在科技创新活力愈发成为社会宏观经济状况与微观经济活力衡量指标的当下，探究《民法典》这一重大制度变革与科技创新活力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的研究仍失之阙如，这将对科技创新管理机制产生负面影响，更不利于实现法律制度与科技创新机制的良好作用与衔接。因此，本研究以《民法典》的颁布实施作为外生冲击，研究其对地区科技创新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期为研究法律制度的出台如何影响地区科技创新提供政策参考。
从制度经济学视野来看，《民法典》契合中国法律制度变迁的一贯理论，遵循从顶层设计至规范适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路，系从宏观法律制度维度对中国各地区企业产生的外部性冲击。《民法典》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各地区和企业统一适用【确定包括适用于港澳台地区】，这个意义上，可以将《民法典》的实施作为政策性外生冲击研究其对地区科技创新活力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因不存在选择偏差，双重差分模型不适用于本研究的政策场景，Probit回归模型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同时，由于法律的强制性，企业内在差异并不导致其适用《民法典》具有选择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阻却了反向因果关系的可能。
1   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创新”的概念最初源于熊彼特的观点【补标著录原始文献。注意如果文献是图书还要著录具体引用页码】，随后经由其他研究者不断发掘其内涵和外延不断深化，如从方法论的角度，将创新定义为把无法估量的不确定因素转变为可以估计测量的风险评估过程[[endnoteRef:13]]；又如从知识创造的角度，将创新定义为创造有关新事物和新知识的各类信息的过程【补标著录来源文献。注意如果文献是图书还要著录具体引用页码。后面的文献序号随之调整】。创新又是创造性价值的发明过程，可以涵盖新的概念、新的方法及新的行动过程。从企业维度而言，研究者们通常认为创新便是企业的经营者引进一项新的工艺或者技术，如Rothwell[[endnoteRef:14]]的研究，或者在产品、工艺或服务上所作的任何概念，只要该改变具备使企业获得超额利润的能力【表意不明病句。且，来源文献为何应补著录】。这个意义上，企业主对企业治理结构、企业资本模式、企业管理方式、企业运转流程所作的改良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为创新，因其对特定企业这个独一无二的个体而言增加了新要素，并显著地改变了企业未来的现金流分配。由于创新本质上是信息数量和信息质量的有益突破，其在法律上便体现为知识性劳动及与之相对应的知识性财产。现代以来，创新概念主要在科学技术领域进行使用，意指自然科学和工业科学的突破，研究者们渐渐形成了以法律上知识产权的数量衡量特定企业科技创新活力的研究路径。质言之，专利权的数量意在衡量企业所创造的具有经济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的新信息；著作权与商标权的数量意在衡量企业所创造的具有经济流转效应和品牌价值的新信息。 [13: ]  [14: ] 

关于营商环境，学界至今未有一致的定义，不同研究者立足于社会发展、政治严谨、制度变迁等不同维度对营商环境进行了界定，广泛地包含一个国家或政治实体的气候和地理因素、经济政策、政治因素、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等。从语义学的角度而言，“营商环境”一词有广狭二义：狭义上的营商环境与物质环境相区分，主要包含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分配制度等软环境，强调政府对营商环境的建构及影响作用；而广义上的营商环境除了包含制度环境，还涵盖一国的物质基础环境和自然环境等，系经济实体进行创新、创业和投融资时的综合性外部环境[[endnoteRef:15]]。目前最著名的关于营商环境的界定和量化来自世界银行定期颁布的《营商环境报告》，其从多个方面的指标对特定政治实体的营商环境进行测度和评估，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改善策略和建议[[endnoteRef:16]]。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与经营的土壤，其对于企业科技创新具有深刻且广泛的影响。《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指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破除一切制约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众多实证研究，如何凌云等[[endnoteRef:17]]、夏后学等[[endnoteRef:18]]、冯涛等[[endnoteRef:19]]、吴汉洪等[[endnoteRef:20]]研究发现，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研发投入、降低交易成本、铲除寻租导致的负面效应、提升企业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总体效能，从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潜力，优化产供链空间布局，提升区域经济运行效率，并最终达到提升企业创新指标水平和激活企业创新动能的现实结果。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法治保障恰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着力点。法治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外在的契合[[endnoteRef:21]]，同时对营商环境的优化起着关键作用。关于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作用机制，张文显[[endnoteRef:22]]、周林彬等[[endnoteRef:23]]将之概括为通过公开透明市场交易法律为市场主体提供稳定的预期，依法明晰各级政府经济管理职权、各类市场主体及相关利益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为营商环境提供交易缺省规则，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基于政府在法治建设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董志强等[[endnoteRef:24]]在对中国多个大城市的营商环境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认为，政府可在产权、规制方式、税收、基础设施、金融市场与劳动力市场运行，以及在更广泛的经济治理（如反腐败）等方面施加影响，极大地改善营商软环境。 [21: ]  [22: ]  [23: ]  [24: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科技创新，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同时，科技创新全球化趋势也给中国带来了新机遇[[endnoteRef:25]]【已成为公知的事实无须引用】。从测度来看，研发与投入成本、专利数量和高新企业的数量是衡量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的核心标准[[endnoteRef:26]]。《民法典》的颁布将主要在以下3个方面促进科技创新的动能发挥：首先，通过一系列制度构建优化科技型创新企业的研发投入资源分配，明确企业科技创新成果的权属划分，降低企业科技成果面临的侵权风险，这将在较大程度上增加企业用于科技创新研发的投入成本【？！】；其次，通过对知识产权与新型财产权的确认和有效保护，充分发掘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的财产属性，提高这些潜在要素转化为生产专利的概率，在较大程度上促进了专利数量的增加；最后，通过法人制度和登记制度的完善及与相关政策形成联动和配套，破解新兴科技企业设立的障碍，辅之以对口帮扶等扶助措施，提高高新科技企业的数量。另外，从作用路径上而言，权利界定和产权交易是近代经济学理论分析的两条主要路径，其从法律制度体现静态的权利保护制度和动态的交易保护制度，因此，《民法典》主要是通过对权利的静态保护和对交易的动态保护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因而可以从这两个路径理解其与科技创新的互动关系。 [25: ]  [26: ] 

1.1   《民法典》对权利的静态保护推动科技创新发展
科技管理的核心在于提高组织的生产力，加强企业的创新动能和创新活力，助力科技高质量发展，而组织架构和权利架构系企业进行社会行为和科技创造的前置条件。就这个维度而言，静态的权利保障是界分民事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降低系统性交易成本与信息成本，从而提高社会经济效率的基础性法律建构。为了激励科学技术进步，中国先后出台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5年）》等政策性文件，还在2021年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通过权利确权、权利配置、奖励等多种方式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其中，对科研人才的奖励和培养机制也是政策的着力之点[[endnoteRef:27]]，而通过对科技创新赋予独占的权利则是最好的激励之一。《民法典》在整合原有民法体系及内容的基础上，根据经济社会与科技发展的实际情况扩大了包括财产权益、人格权益、个人信息权益等民事权利及权益的保护范围[[endnoteRef:28]]，并增强了对各类民事权利权能及相关利益的保护。如《民法典》总则编和人格权编将自然人的声音权、名誉权等权利确认和强调为民法所保护的基本范畴，同时确认了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的法益的基本地位，其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民法典》在科技领域对个人信息、数据等新型财产的确权和保护；此外《民法典》在物权编农用地制度和担保物权制度的优化与完善也是权利静态保护法中突出之点。 [27: ]  [28: ] 

从数据权利体系和人格权编的联动修订而言，《民法典》以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为内核。“以人为本”系中国一切民事法律的制定根据[[endnoteRef:29]]，而“以科技为先”是中国经济发展与创新活力腾飞的必由之路，在民事基本法律架构中协调二者的互动关系，防范科技对人格的僭越，同时又充分活化数据的生产要素属性。这在一方面有助于企业之间数据要素的流转，降低了企业创新科技的研发成本，赋能大数据在高校科研院所和政府决策领域的适用[[endnoteRef:30]]；另一方面以政策引领带动高新企业、新兴科技企业的创立数量增长。着眼于新兴科学技术下虚拟资产资源、数据资源等的财产属性和经济效益，《民法典》允许个人信息有限度地与信息主体相分离，顺应数据的流通性本质，助力数据的经济效益在数据流通和处理中不断擢升，协调数据所承载的人格属性和经济价值的紧张关系[[endnoteRef:31]]。《民法典》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个人信息和数据权利保护的相关规范对于厘清权利边界、促进互联网营商环境优化、推动数据信息类相关创新良性发展等方面具有较好的示范意义。其对于新型互联网企业创新活力而言影响重大，破除了互联网企业数据权利异动性风险，并催生和孕育了大数据交易市场[[endnoteRef:32]]，强化了数据的流通属性，带动新兴科技企业产学研良性循环，以集群效应、规模效应系统性降低企业设立成本、经营成本与研发成本，消除企业在科技创新和开发新型数据资源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障碍，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数据资源的“公地悲剧”，使得其财产属性和流通属性充分发挥，能够真正成为企业安身立命的基石。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更是着眼于科技创新与数据要素发展的协同作用，通过激励数据的合法收集、有效利用，促进数据资源效益的提升，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科技型企业的技术进步与创新发展。 [29: ]  [30: ]  [31: ]  [32: ] 

在《民法典》物权编中，具有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创新潜在效用的立法革新突出体现在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和担保物权制度的修订中。《民法典》活化了农地生产要素属性，破除了相关市场主体获取农村土地的法律障碍。此种制度变革有利于推动产权畅通流转和要素高效配置，缓解了法律制度对新兴科技密集型企业的用地限制，大幅度地降低了企业设立成本，同时也为结合区域规划设置规模性、区域性的高新技术企业聚集区奠定了法律基础，最终促进企业科技创新发展。以《广州市支持海珠区建设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示范区实施方案》为例，该方案充分运用《民法典》中物权和土地权利流转的各项制度，在广州市海珠区琶洲打造了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示范区，充分发挥集群效应与规模效应，促进科技发展，领跑科技创新的新动能。几年的时间内，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已经聚集人工智能企业、新型科技创新企业2 000余家【补标引著录数据来源文献。注意不能仅以增加数据来源描述替代引用著录。若来源文献是图书，请务必要著录引用页码】，初步形成龙头引领、“腰部”支撑的中小企业集聚的“热带雨林式”产业生态。
《民法典》物权编的担保物权制度与企业投资、融资息息相关，而与投资、融资有关的制度环境是营商环境作用于科技创新目标的的重要方面。《民法典》担保制度的修订与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企业科技创新宗旨的内在契合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整合了动产担保制度，通过动产担保统一登记机制等提升了动产抵押规则的统一性[[endnoteRef:33]]，消解了错综复杂的动产担保顺位规则给商事交易带来的各种风险，也使得企业无需订立细致和复杂的商事合同即可借助于《民法典》的缺省规范实现交易的可预期性；第二，扩大了担保财产的范围，通过非典型担保合同规则的设立激活了各类流动资产的利用，为物权法定主义下商事新型担保的创制与实施留下了空间[[endnoteRef:34]]，典型如金融衍生品交易中的转让式履约保障措施（title transfer credit support）效力愈获肯认。商事非典型担保制度的创新体现了商事实践对滞后的法律规范的革新与突破，其与商事交易侧重效率与安全的价值取向相吻合[[endnoteRef:35]]，《民法典》对非典型担保的有限承认将拓宽未来新型知识产权和数据产权的融资道路，为企业提供更多研发资金；第三，对担保物权顺位规则的明确有助于体系化交付、登记两种公示方法的法律效力，厘清新型担保物权与传统担保物权的清偿顺位，维护交易的稳定与安全。整体而言，《民法典》担保制度的变革大幅度拓宽了企业将新型财产变现、融资的通路，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提升了企业资金循环的速度和效率，降低企业研发成本，对于以高新技术为主体的新兴企业大幅度提升了其科研热情与活力。相较于政府的补贴或政策带动措施的负面效果而言[[endnoteRef:36]]，制度性的融资约束缓解对企业创新具有更强的正面效用。 [33: ]  [34: ]  [35: ]  [36: ] 

综上所述，作为静态权利保障法维度的《民法典》顺应时代科技变革，通过确立数据及个人信息规范体系，消解了信息领域阿罗信息悖论对企业创新活力的负面影响[[endnoteRef:37]]，推动数据在流通和使用中发挥其经济价值，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提升高新企业的数量。应基于中国土地公有制的制度，活化农用地经营与使用制度，助力形成规模效应，促进企业科技创新活力充分发挥；着眼于担保物权对交易增信的现实意义，提高了担保物权设立的范围与有效性，为企业提供稳定的行为预期，优化了企业的经营环境,缓解了融资约束，有助于企业的科技创新。 [37: ] 

1.2 《民法典》对交易安全的动态保护推动科技创新发展
科技管理系面向变革、流动性的宏微观环境的管理，科技产品的取得与移转、科技的资源分配是科技信息由个人知识转变为社会性知识并实现企业科技转化，推动企业资本良性循环的必由之路。科技产品的有序、有效率交易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建构。动态交易法是民事法律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意在通过法律的指引、协调功能引导民事主体合法的实施社会行为，促进交易有序和安全，防范侵扰他人合法权利。《民法典》对动态交易安全的保护在规范层面体现为适应科学技术进步、提高交易的稳定性及防范新型科学技术带来的伦理性风险和行为风险上，在制度设置层面则主要体现在对《民法典》合同编和侵权责任编的有关制度完善。《民法典》通过对动态交易安全的保障，优化营商环境，进而提升地区科技创新活力。2024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科技金融深度融合助力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强调知识产权交易融资质押对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要求强化多层次资本市场对科技型企业的支持，促进科学技术创新和进步，拓宽知识产权的流转、交易和变现渠道。这与学者唐雯等[[endnoteRef:38]]发现的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科技企业信用互助担保等制度对中小型科技企业的助力作用不谋而合。这都需要依靠《民法典》中动态交易和侵权行为的规范予以落实。 [38: ] 

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维度而言，现代侵权行为随科技进步发展体现出虚拟性、持续性等特征，这给民事主体的权利实现带来较大威胁，亟需法律制度作出回应、予以调整。《民法典》通过对既有行为在科技繁荣下的延展和科技繁荣下新型行为关系两个方面的规制，降低侵权行为的发生概率，优化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提升企业创新活力。在前者，《民法典》通过对电子合同订立履行规范体系的完善和网络侵权规范体系的完善，强化了私法自治的意涵和约束，有效地提高了交易效率和交易增信，破除了匿名化、成本畸高等对网络侵权规制与维权的阻滞，消解了互联网领域的信任危机，降低企业科技产品在交易、维权等过程中付出的成本，进而使得企业能够将更多的资金用于科学技术和新型产品的研发，提升了企业研发资金的比例、降低企业的无谓损失。在后者，《民法典》着眼于科技创新和人类文明既相互依存呈现出的张力[[endnoteRef:39]]，致力于缓解生命科技的迅速发展与民事主体人格尊严的碰撞矛盾，规定了生命科学技术发展与实验的原则性要求，其肇端于对有关基因编辑事件的回顾型应对[[endnoteRef:40]]，为消解医疗实验、基因编辑行为的无序化及对人类基因库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充分的告知同意作为维护民事主体人格权的底线性手段，以公序良俗、伦理道德作为约束一切生命科学技术发展与创新的核心要求。《民法典》对于伦理底线和道德强调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伦理制度，延展治理深度和广度，助力对科技研发的长效管理[[endnoteRef:41]]。其一方面能够提升高新技术企业的质量，淘汰部分违背道德、公序良俗的，违法进行生物实验的黑心企业；另一方面有助于与商业行会、自治组织等形成联动，鼓励其制定行业规范，为企业提供行为指引，降低企业可能遇到的纠纷和损失及预防成本，进而提升企业研发成本【？】和科技产品的数量与质量。 [39: ]  [40: ]  [41: ] 

合同法律制度作为商事交易的基础性制度建设，通常系以缺省规范为主体的规范群，其经济意涵在于降低商事主体的缔约及履约成本，明确权责分配，提升交易效率。《民法典》中的各项制度革新都体现出降低企业在科技创新活动中的交易成本、实施成本、维权成本等各类成本，鼓励企业将更多资金投入到科技创新活动，防止企业无谓损失的立法导向。首先，《民法典》完善了电子合同订立与履行的规范体系，这实质上以细化电子合同法律规则的形式完善了对数字交易的法律要求[[endnoteRef:42]]，有助于减少贸易壁垒，提供更透明、更具可预期性的贸易环境，提升企业之间科技创新产品的流转速度和交易效率，激励科技创新产品的研发，提升知识产权和知识产品的数量；其次，《民法典》合同编通过明晰商事交易的法律规范，优化金融服务、争端解决和市场竞争的营商环境指标，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行为指引，降低企业在纠纷或诉讼中的无谓成本，进而提高企业资金的利用效率；最后，《民法典》强化争端解决机制的效能，降低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预防成本和争端解决成本，为促进企业科技创新活力增强提供制度保障。一方面，《民法典》引导当事人通过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多元化方式化解纠纷，以实现商事交易的效率取向，提升企业科技创新活力；另一方面，《民法典》贯通了商事习惯在商业纠纷中的处理道路，活化商事自治组织（如商业协会、行会等）在优化营商环境、保障当事人合同权益中的应然职能，提升纠纷解决的效力，强化企业合法权利的实现与保障。企业数据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不能影响到公共利益、社会利益以及私人利益的平衡，亦不能影响到个人对于其信息的利用[44]。纠纷解决机制效能的提升能够提高企业的争端解决效率，提升企业产业研发投入资金的比例，同时也有利于减少企业破产和员工失业的概率，为服务和保障科技创新提供坚实的制度后盾。如根据广州市知识产权法院发布的《技术类案件审判工作情况及服务和保障科技创新十大典型案例》，法院利用《民法典》的各项制度保障和服务科技创新妥善解决新植物品种侵权案、发明专利侵权案、数据权益保护案等纠纷，助力科技创新企业提高资源分配效能，为企业提供积极进行科技研发、申请专利并获得授权的激励，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科技创新效率的提升。 [42: 



] 

总体上看，《民法典》从静态的权利保护与动态的交易安全保护这两个层面完善并优化了中国现有营商环境，并通过这一作用机制对地区科技创新活力起到促进作用。《民法典》的颁布与实施顺应了时代演变与科技发展，能够优化市场的营商环境，强化对企业民事权利及权益的保护，缓解了新兴科技企业的融资约束和市场交易的风险与成本，有助于促进企业及地区科技创新活力的提升。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1：《民法典》的颁布与实施通过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地区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
2   实证设计
2.1   模型设定
2.1.1. 实证模型构建
将《民法典》的实施作为政策性外生冲击研究其对地区科技创新活力的影响与作用机制。《民法典》对中国所有地区和企业统一适用，因不存在选择偏差，本文使用Probit回归模型对科技创新数据进行分析；同时由于法律的强制性，企业内在差异并不导致其适用《民法典》具有选择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阻却了反向因果关系的可能。【赘述引言同样内容了】构建实证分析模型如下：
                             （1）
式（1）中：c表示所在城市；t表示年份；被解释变量为城市c在t年的科技创新水平；为主要解释变量，度量《民法典》是否实施；为一系列控制变量；为城市固定效应，以排除特定城市的干扰；标准误聚类在城市层面，为随机扰动项。
2.1.2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由于《民法典》系由2021年1月1日开始实行，因此选择《民法典》颁布前后3年的对称区间考察《民法典》对地区科技创新的作用机制，即选取2018－2020年的中国城市科技创新面板数据作为《民法典》实施之前的基准数据，选取2021－2023年的中国城市科技创新面板数据作为《民法典》实施之后的基准数据进行分析。选取中国地级市及以上城市为初始研究样本，在剔除主要变量缺失的城市后，共获得292个城市的1 752个年度观测样本作为平衡面板数据。城市选择的区域分布结构基本合理【合理体现在哪里？！】。城市特征变量数据来自历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市专利申请数与授予数来源于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缩尾处理。各主要变量的具体定义如表1所示。
（1）被解释变量。使用城市专利申请数与城市专利授予数衡量地区科技创新水平。其中，专利申请数直接衡量了地区科技创新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地区科技创新活力；专利授予数则在更高程度上考察了地区科技创新的质量。
（2）解释变量。《民法典》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2020年5月28日通过，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因此，当解释变量Civil code是2021年及以后，取值为1；否则为0。
（3）控制变量。选取人口数量、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以及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比例作为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此外，为尽可能排除地区层面的影响因素，还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
【一个变量不能用两个变量符号来代表。即每个变量符号表征的含义是唯一的】
表1  变量说明
	类型
	名称
	符号
	说明

	被解释变量
	科技创新数量
	ln ApplyPatent
	样本城市专利申请数的自然对数

	
	科技创新质量
	ln AchievePatent
	样本城市专利授予数的自然对数

	解释变量
	《民法典》是否实施
	Civil code
	虚拟变量，为2021年及以后取值为1；否则为0

	控制变量
	人口数量
	Population
	年末城市总人口的自然对数/万人

	
	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
	Revenue
	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的自然对数/万元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GdpGDP【不建议用常用的缩写作用变量符号】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
	ln Company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的自然对数/家

	
	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比例
	Staff Rate
	年末城镇单位从业人数/年末总人口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被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分布合理，均符合实际情况。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数/个
	平均值
	标准差
	p25
	p50
	p75

	ln ApplyPatent
	1 752
	8.273
	1.484
	7.227
	8.117
	9.182

	ln AchievePatent
	1 752
	8.013
	1.480
	6.964
	7.874
	8.917

	Civil code
	1 752
	0.167
	0.373
	0
	0
	0

	Population
	1 752
	5.862
	0.719
	5.465
	5.934
	6.377

	Revenue
	1 752
	14.111
	1.059
	13.416
	14.031
	14.705

	GDP
	1 752
	6.113
	3.339
	3.645
	5.120
	7.716

	ln Company
	1 752
	6.570
	1.128
	5.814
	6.602
	7.349

	Staff Rate
	1 752
	0.129
	0.110
	0.067
	0.088
	0.151



2.2   实证结果分析
2.2.1  基准回归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民法典》的实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了地区专利申请活动。具体地，相比于实施以前，各地级及以上城市在平均水平上增加了11.76%的专利申请数量；此外，相比于实施以前，各城市的专利授予数量增加了13.68%。表明《民法典》的实施显著促进了地区科技创新水平提升。
表3  变量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ln ApplyPatent
	ln AchievePatent

	
	仅控制城市固定效应
	加入控制变量
	仅控制城市固定效应
	加入控制变量

	Civil code
	0.284 3***
	0.117 6***
	0.338 5***
	0.136 8***

	
	(20.933 2)
	(4.749 6)
	(25.876 2)
	(4.985 1)

	Population
	
	−0.140 1
	
	−0.163 3

	
	
	(−0.559 6)
	
	(−0.642 6)

	Revenue
	
	0.737 8***
	
	0.825 2***

	
	
	(4.574 1)
	
	(4.576 9)

	GDP
	
	0.067 0***
	
	0.088 4***

	
	
	(5.010 8)
	
	(5.919 9)

	ln Company
	
	−0.267 9***
	
	−0.288 6***

	
	
	(−3.452 0)
	
	(−3.222 5)

	Staff Rate
	
	−1.053 1***
	
	−1.096 1***

	
	
	(−3.218 5)
	
	(−3.072 9)

	Constant
	8.225 6***
	0.150 4
	7.956 4***
	−1.199 3

	
	(3 634.256 2)
	(0.061 2)
	(3 648.940 9)
	(−0.448 7)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个
	1 752
	1 752
	1 752
	1 752

	R2
	0.120 4
	0.275 5
	0.142 0
	0.318 7


注：1）为；2）括号内为经城市层面聚类的稳健t值；3）*、**、***分别代表P < 0.1、P< 0.05和P< 0.01。下同。

2.2.2  机制分析
根据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数据库等数据库，以城市营商环境综合得分作为被解释变量【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数据库已经对各城市的营商环境进行了综合打分，在此处营商环境综合得分结果如何得出的？与该数据库的有何不同？计算式子是什么？等等，均应具体交代】，本研究实证检验了《民法典》是否通过优化城市营商环境提高地区科技创新水平。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综合得分越高代表该地区营商环境越好。可以看到，《民法典》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地区营商环境。其中竞争公平由以下两个指标综合计算得到【具体如何综合计算要具体阐明】：（1）企业品牌设立，为人均商标注册数，数据来自中国商标网；（2）创业企业数量，为新增企业数量（包括当年成立且关闭的企业），数据来自企查查。回归结果表明，《民法典》的实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了地区企业公平竞争。因此，《民法典》通过优化城市营商环境提高地区科技创新水平的机制成立，且该营商环境的优化尤其体现在提升竞争公平层面。
表4  《民法典》通过优化城市营商环境提高地区科技创新水平的机制分析
	变量
	城市营商环境综合得分
	竞争公平

	
	仅控制城市固定效应
	加入控制变量
	仅控制城市固定效应
	加入控制变量

	Civil code
	0.502 5**
	0.167 3
	1.612 4***
	1.561 3***

	
	(2.014 1)
	(0.584 6)
	(6.576 2)
	(5.633 5)

	Population
	
	0.197 7
	
	2.054 9

	
	
	(0.119 5)
	
	(1.268 2)

	Revenue
	
	1.163 1
	
	0.471 6

	
	
	(1.111 4)
	
	(0.756 2)

	GDP
	
	0.129 3
	
	−0.053 7

	
	
	(0.810 0)
	
	(−0.263 9)

	lnCompany
	
	0.605 2
	
	0.372 3

	
	
	(0.854 1)
	
	(0.680 6)

	Staff Rate
	
	3.708 1
	
	−1.094 9

	
	
	(1.331 6)
	
	(−0.684 5)

	Constant
	36.586 9***
	13.799 1
	7.832 2***
	−12.839 4

	
	(733.174 0)
	(0.761 5)
	(159.716 0)
	(−0.937 1)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个
	1 460
	1 460
	1 460
	1 460

	R2
	0.005 7
	0.012 6
	0.061 1
	0.063 9



3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着眼于《民法典》的实施与地区科技创新活力的互动关系，基于中国地级市的数据对《民法典》的颁布实施与地区科技创新活力关系展开评价。研究发现，《民法典》的实施有效提升了地区的竞争公平程度与社会治安水平【？具体研究内容中何处提到？！】，优化了实施地区的营商环境，进而提升了地区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力。证明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中，营商环境是连通法律制度变革与科学技术创新的关键通路，制度变革应以优化和改善营商环境为依归，释放企业融资约束，优化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充分激发企业科技创新的活力与动能，以高质量科技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
虽然《民法典》的颁布和实施促进了地区科技创新活力，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作出了卓越贡献，但结合《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补标著录文献】等材料发现，中国的地区科技创新活力仍然面临着政策体系不完善、区域发展不均衡、评估体系不完备等阻碍因素。而且，法律制度将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对科技创新产生正面影响，但在部分法规制定和执行机制不完善的地区，此种正向作用难以充分发挥，也难以对当地科技创新形成积极作用。上述种种问题使得区域潜在的创新力未能充分激活。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不断完善顶层设计和法规体系。一方面，应促进民商事基本法律法规制度体系的建构，通过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实现《民法典》与各司法解释的统和协调，促进《民法典》实施机制充分发挥合力效能。此外，在政策层面，应强化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通过政策引导强化法律的实施机制，制定强制性指标和激励性指标，确保各个地区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强制性和自主性。政府应因地制宜优化营商环境，针对欠发达地区出台更为切实可行的政策法规，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促进多元均衡型高质量发展。
第二，加大宣传力度，促进协调发展。政府可以通过宣传典型经验、奖励先进城市等一系列做法，提升落后地区对增强创新活力的重视程度，促进其积极学习先进经验。在相关政策制定过程中综合考虑区域协调发展，实现生产要素在不同区域之间流动，持续优化区域整体环境与社会秩序。首先，应充分考虑区域内以及区际的协调与融合发展，着力于消除城市的差异效应和发展不平衡对地区科技创新活力的阻碍，完善经济发达区域对经济欠发达区域的对口帮扶机制，促进区域科技协调融合发展；其次，应充分促进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通过建立区域大数据市场等方式促进新兴市场资源向主观价值最高【？！】的个体流动，促进培育新质生产力；最后，持续优化区域整体环境与社会秩序，通过法律法规的合理建构优化地区营商环境，促进地区经济活力与优化创新机制，以天朗气清的营商环境带动投资和科技创新的发展。
第三，健全评价体系、引入第三方评估。在国家层面，可以制定营商环境评价办法，为各地开展营商环境评价提供统一标准，明确营商环境评价的机制、程序、方法和标准，提升营商环境评价工作的规范性和法治化水平。在各地区层面，可充分发挥行业资质组织、协会、行会等基层社会组织的功能，引导其通过建立商业行规、自制规范等方式构建衡量地区科技创新活力的评价标准，配套相关奖励和帮扶措施，对地区内科技企业形成正向激励，促进科技创新活动形成良好正向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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